
27

科苑观察

试论归义军时期的道教讲经活动
文⊙ 寇凤凯 张春梅（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 甘肃兰州）

摘要: 在归义军时期，道教徒仍然在

进行讲经活动，讲经场所局限在民间，有

的是在民众家中，甚至是在街头闹市。讲

经的规模也不大，参加的人也都是出钱营

建斋会的人。获得布施作为讲经的主要动

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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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对归义军时期敦煌地区的道教讲

经活动关注甚少。姜伯勤先生通过分析相

关文书，认为归义军时期，敦煌地区仍然

有道观活动，得出道教礼仪进入官府礼

仪、道教信仰活动成为民众的民俗行为等

重要的结论。[ 1 ] 邵文实先生利用敦煌遗书

中有关敦煌道教的文书，从敦煌道教文书

分类、敦煌道教的活动和敦煌道教之特点

三方面，评述了唐代敦煌道教活动情况，

指出：“敦煌道教的活动，主要表现在道经

的抄录与斋醮活动等方面。”[ 2 ]刘永明先生

通过对《玄象占》的分析，认为：归义军

时期，“道教活动从隐蔽转入公开，并可以

大规模进行斋醮法事活动，道教的传法也

不如蕃占时期那样秘密进行，有关道教内

容的文书也越来越多了。”[ 3 ]叶贵良先生在

《唐代敦煌道教兴盛原因初探》一文中，从

历史渊源、地理位置等两个方面，探讨了

敦煌道教兴盛的原因。[ 4 ]对敦煌道教讲经文

的研究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加深认识。

道教讲经文是集受戒、说法、布施、发

愿等多项内容为一体的综合性斋会文书。

在现存敦煌道教文献中只有四个卷号三种

文本，分别为 P.3021+P.3876 号《道教中

元金箓斋讲经文（拟）》、B D . 1 2 1 9 号（列

19/ 北 84 5 8）《道教布施发愿讲经文（拟）》

与 BD.7620 号（皇 20/ 北 846 9）《道教布

施发愿文（拟）》。《道教中元金箓斋讲经文

（拟）》记载了在唐玄宗先天二年（7 1 3 ）中

元节时，由国家派官员参加、各派人士齐

集的金箓斋斋会上的讲经，它不仅规模比

较大，而且相当正式。《道教布施发愿讲经

文（拟）》是一次民间为消灾免恶而自发举

行的斋会上的讲经，《道教布施发愿文

（拟）》是一普通道士为了获得布施而在街

头举行的讲经。它们均是归义军时期的作

品。[ 5 ]无论是规模还是影响，它们都无法与

盛唐时期的讲经会相比。笔者仅以归义军

时期的《道教布施发愿讲经文（拟）》和《道

教布施发愿文（拟）》为依据，通过对比不

同时期的讲经活动，对归义军时期的道教

讲经活动进行尝试性的分析。由于笔者初

涉此道，疏漏之处，尚祈各位专家前辈不

吝赐正。

一、文书内容概况

BD.7620 号（皇20/ 北 8469）《道教布

施发愿文（拟）》：首残尾全，无卷题，木

笔书写，残存经文近五十行，约一千五百

字。其内容可以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

为第 1-13 行，第二部分为第 14-27 行，它

们均是发愿文；第三部分为第 2 8 - 3 5 行，

以“伏唯灵宝证圣”开头，讲的是元始天

尊的巨大法力以及不信道教的后果等；第

四部分为 3 6 - 4 3 行，讲经人解释使用音乐

的意图；第五部分为第 4 4 - 4 8 行，讲经人

正式开始讲经，讲的内容是众生皈依道

教，可以脱离苦海。据笔者所见，学术界

对这份文书没有深入的研究。关于这份文

书，《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著录为“道

家布施祈愿文”。[ 6 ]王卡先生发现它是《道

教布施发愿讲经文》，此卷“内容分前后两

部分，前半部分（1 - 3 6 行）为道教布施发

愿文。后半部分（3 6 - 5 0 行）为道场俗讲

经文。”据其判断，此份文书应当是归义军

时期的抄本。[ 7 ]笔者同意此说。

BD. 1 2 1 9 号（列 19 / 北 84 5 8）《道教

布施发愿讲经文（拟）》：首尾残缺，上下

边多有残损。无卷题，木笔书写，残存经

文近五百行，约一万六千余字。这个讲经

文从总体内容上可以分为两个部分，第一

部分为“道教忏悔发愿文”[ 8 ]（1- 2 2）；第二

部分“详细讲述道教经文戒律”，依据现存

内容，又可以分为四段：第一段讲戒律的

重要性；第二段要求施主真心诚意地，受

戒；第三段讲了桑乐夫人、后母等几个灵

应故事，对举行斋会的用意进行说明；第

四段是讲经文的主体。关于这份文书，学

术界也很少关注。《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

编》命名为“消灾灭罪宝忏”。[ 9 ]王卡先生

经过仔细辨认，认为此文“系模仿佛教的

道场讲经文”。他判定此份文书与 B D 7 6 2 0

号都是归义军时期的抄本。[ 1 0 ]王卡先生的

结论为笔者分析归义军时期的道教讲经活

动奠定了基础。周西波先生对这份讲经文

的内容进行了研究。他认为，此文是对民

间斋会实况的记载，内容与《本际经》密

切相关，其思想内容应是来源于隋唐重玄

学经典。[ 11 ]

二、归义军时期的道教讲经活动

在《道教布施发愿文（拟）》所记录的

讲经文中，其称：“敬白道场众等，何故讲

经之处，即作音声伎乐？只为招集男女

等，遣向此间听法。”又说：“贫道今日广

设音乐，招集施主得至道场。”由此可见，

这次讲经是在道场举行的。归义军时期，

敦煌地区的确有许多道场，但大都是佛教

的道场。[ 1 2 ]目前尚未发现道教道场的记载。

道场的主要功能是受戒，但是现今所发现

的道教受戒文，最晚为至德二载（7 5 7 年）。

这就说明，归义军时期，敦煌地区可能没

有道教的道场。道场在《道教大辞典》中

的意思是设斋建醮的地方。[ 1 3 ]那么这次的

道场是在哪里呢？他为了召集众人，播放

音乐，说明他只能是自己选择地点，选好

之后再演播音乐来吸引听众。至于讲经时

间，也肯定是他自己确定。另外，文书中

三次出现“布施”：第一次说“布施之后”，

能够得到许多好处；第二次与第三次都出

现在发愿之后，与发愿的内容无明显的关

系。表明他的主要目的是获得布施。因此，

我们对这次讲经活动做以下推测，由于讲

经人是为了获得布施而自己来安排讲经，

他必然会选择街头闹市等民众比较集中的

地方。所以，这个讲经文所反映的情况是：

道士靠街头讲经、祈求布施来维持生活。

《道教布施发愿讲经文（拟）》记载了

一次民众自发组织的讲经斋会。“敬曰道

场云云，贫道仰于施主，并藉宿缘，俱承

余庆，伽以餐承道化，同闻法音。若不法

劫结缘，岂得今生劫会。又复施主等各各

专精励志，注念虔诚，大小齐心，俱磬修

斋，建讲请像，延师忏悔七祖之深僭，谢

三途之恶业，莫大之善，不可思宜。”表明

民众自发组织，共同举行了这次斋会。其

活动的内容分别为奉行斋戒、建立讲经法

会、延请天尊法像。其目的是为了给七祖

修建功德，使其免离地狱之苦。周西波先

生从写卷中宣说的经法内容等方面，认为

此次斋会的讲经人是民间道士。[ 1 4 ]但从讲

经人佩戴的道教饰物“灵文、玉简、金篇、

龙章、凤篆”等可以看出，其品级比较高，

可能属于“三洞法师”级别。这个讲经文

表明，归义军时期，正统道教已经失势，道

教徒只能在民间谋得生存之机。

这两份讲经文反映出在归义军时期，

道教徒仍然在进行讲经活动，讲经场所由

盛唐时期的宫廷、道观等转移到街头闹

市、民众家中。由此我们了解到：归义军

时期，道士的生存已经存在问题，有的只

能靠获取布施为生；为此，道教徒深入民

间，举行各种斋会，因而与民众的联系更

加密切。

三、与《道教中元金箓斋讲经文（拟）》

的比较

《道教中元金箓斋讲经文（拟）》是一

次发生在唐玄宗先天二年（7 1 3 ）的讲经

会记录。这是一次由国家主持的讲经会，

规模很大，目的是给皇帝祈福。儒释道各

界人士均来参加，讲经会场附近的人都来

听讲，并且有许多人当场就愿意受戒。讲

经人是一位姓李的道士，年纪比较大，对

道教教理、教义有很高的认识。此次讲经

的重要内容有两：一是为皇帝祈福，“太上

皇陛下，惟愿化轶九区，恩沾万叶，四夷

宾伏，八表又宁，寿等南山，安同北极。皇

帝道光舜禹，就日之德愈明；化轶尧凤，如

云之恩广被。皇后神灵广运，厚载无疆，播

夷训于椒宫，畅柔风于兰掖。诸王克光留

圻，永固山河。公在式表贞规，长居汤沐。

文武百辟，中列具僚，咸奉职于皇猷，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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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接 2 6 页)数量上比过去 3 0 年多了很多，

而且在歌词的诗化程度，音乐的艺术风格

与艺术技巧的运用上也有明显的提高。如

谷建芬的《那就是我》，通过对故乡的小

河、水磨、炊烟、海螺等音乐形象的塑造，

歌词与音乐都有着令人回味的意蕴，具有

诗歌的含蓄美。施万春的《送上我心头的

思念》融西方宣叙调与旋律歌唱于一体，

自然亲切，深切地表达了人民对周总理的

思念之情。还有苏夏的《题西山红叶》、刘

锡津的《天鹅之歌》等，诗化的中国意蕴，

新颖的音乐语言都说明了我国音乐家在探

索艺术歌曲表现形式、音乐语言、体裁风

格等方面做出了大胆的创新与改革。

2 0 世纪 9 0  年代前后，我国艺术歌曲

创作和推广进入了新的高潮。1 9 9 9 年文化

部主办第一届“中外艺术歌曲音乐会”并

推出 2 7 首经典曲目；同年 7 月，文化部中

国音协邀请专家就推广艺术歌曲创作举行

座谈会；2000  年以后又连续推出全国性的

哈尔滨之夏艺术歌曲比赛评奖、全国艺术

院艺术歌曲创作的比赛评奖及专家论坛

等，均有力地推动了艺术歌曲的创作与演

唱。

新时期艺术歌曲创作的繁荣，其突出

特点是创新求变，作品更动人，风格更多

样，这方面主要以形成了一个优秀的作曲

家群体以及创作出的一批优秀作品为标

志。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作曲家有施光

南、郑秋枫、施万春、尚德义、陆在易等。

这些作曲家具有扎实的艺术功底，丰富的

生活阅历，受过严格的专业训练，又具有

独特的艺术个性与追求。施光南是这一时

期作曲家群体中杰出的代表，他始终把表

现人的真情实感作为出发点，创作出来的

歌曲不仅意境深远、旋律优美、形象鲜明，

还体现了深刻的思想性与哲理性，如《多

情的土地》、《祝酒歌》等。再如《我爱你，

中国》的曲作者郑秋枫还创作了大型声乐

套曲《祖国四季》，其中《春》、《秋》风格

大度气派、音域宽广明亮、旋律流畅清新。

同时，这一时期在群众中广泛流传的作品

还有：《周总理, 你在哪里》( 施光南) 、《清

晰的记忆》( 朱践耳) 、《科学的春天来到

了》、《祖国永在我心中》( 尚德义) 、《我和

我的祖国》(秦咏诚) 等。

四 结语

从百年中国艺术歌曲发展脉络来看，

中国艺术歌曲始终是不断向前发展的。从

产生到新时期创作的各种不同类型、不同

风格的艺术歌曲，都充分地体现出作曲家

们从借鉴、模仿到融会、贯通，从探索、总

结到实践、创新的过程。无论是运用泛调

性与非调性、无调性或十二音序列技术，

还是立足于功能体系、调式体系的传统技

法，或者以调性与非调性相结合的原则从

事创作，都从不同侧面体现出作曲家们锐

意创新，大胆突破的精神，展示了中国当

代艺术歌曲的风采。所以说，中国艺术歌

曲在当代人们的音乐生活中有很重要的地

位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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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诚于帝道。”[ 1 5 ] 二是宣讲道教解脱的思

想，度化众生。获得布施仅仅是次要目的。

鉴于当时紧张的三教关系，讲经人也大力

倡导三教融合，认为三教同源异流，相互

依赖，缺一不可。

通过不同时期的道教讲经文的比较，

我们发现：

1 、盛唐时期的道教讲经大都是在专

门的道场，有的甚至在宫廷举行，不仅规

模很大、而且相当正式，很受时人重视。相

比之下，归义军时期的道教讲经则局限在

民间，有的是在民众家中，甚至是在街头

闹市。规模不大，参加的人也都是出钱营

建斋会的人。其影响自然无法与盛唐相

比。

2 、盛唐时期的道教讲经不以获得布

施为目的，获得布施不是其讲经的动因。

而归义军时期，道教徒失去了往昔唐政

府的大力扶植，生活已然处于危机状态。

为了生存，他们不得不加大讲经的功利

性，把获得布施作为讲经的主要动因之

一。

3 、在盛唐时期的道教讲经中，发愿祈

福占很少比重，并且发愿祈福的对象是帝

王。而在归义军时期的道教讲经中，一开

始就是发愿祈福，对象是普通民众，其内

容也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如《道教布施

发愿讲经文（拟）》的发愿内容为：“六根

清净，来生升天”、“脱离三灾，免离九幽”、

“罪鄣消除，离苦解脱”等。

4 、盛唐时期的道教讲经很注重协调

三教关系，在宣讲中往往倡导三教融合。

而归义军时期的道教讲经根本不涉及三教

关系。这主要是由于盛唐时期，三教势均

力敌，关系比较紧张，各界有识之士从长

远出发，提出三教融合。讲经斋会正好是

宣讲这一思想的良机。而归义军时期，三

教发展极不平衡，佛教占绝对优势，儒道

二教根本无法与之争锋，所以不会出现大

规模的冲突。

四、原因探析

通过上述的比较，我们发现归义军时

期的道教讲经与盛唐时期相比，相差甚

远。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首先，国家的宗教政策不同。盛唐时

期，唐玄宗极力尊崇道教，他不仅在各

地修建道观，广招道士，宣扬道教，而

且设立道举，把道教纳入科举考试的范

畴，成为国家正式考试的重要内容。道

教团体拥有很大的财力、物力，所以此

时的道教积极举行大规模的讲经活动，

既是为了宣传自己的教理教义，扩大在

社会上的影响，也是为了响应国家扶持

道教的政策。同时民众也积极参与各种

讲经活动，自发地去道场听讲经。此时，

道教道士处于衣食无忧的状态，不会为

布施发愁。所以，这一时期不大可能出

现纯粹以获取布施为目的的讲经。归义

军时期，无论是曹氏还是张氏政权都积

极扶持佛教，虽然没有打击道教，但对

其重视程度无法与唐王朝相比，道教在

社会上的影响力已江河日下，其生存已

经存在问题，他们不得不走向民间，举

行各种以邀宠布施获利为目的的法会，

因此就出现了《道教布施发愿文（拟）》

所记载的讲经活动。

其次，三教尤其是佛教、道教的力量

对比不同。盛唐时期，儒、释、道三教势

均力敌，且唐王朝的宗教政策是三教并

存。虽然有贞观年间与显庆年间两次比

较大的论争，但是“唐代的三教鼎立只是

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的一段历程。从三教

鼎立，佛教为首，到三教融合，儒教为主，

最后形成完整的儒教体系，是唐宋哲学

发展的总脉络。”[ 1 6 ]但是归义军时期，敦

煌地区的道教已经大不如前。主要是因

为蕃占时期，吐蕃崇奉佛教，道教势力消

退，在没有道观依托的情况下，道教徒只

能重新回到民间。归义军时期，道教可以

公开活动，但得不到政权的重视。所以，

敦煌此时的道教发展很缓慢。而佛教则

由于吐蕃王朝的崇奉，再加上归义军政

权的扶植，其发展如火如荼，其势力远非

道教可比。

五、结论

由于唐王朝时期与归义军政权的宗

教政策不同，更兼社会上三教尤其是

佛、道二教的力量对比不同，敦煌地区

的道教呈现给我们不同的状况。上述分

析表明，归义军时期，敦煌地区的道士

失去了宫观的依托，生活不好，只能融

入民间，用自己的知识来服务大众，依

靠举行讲经和主持法会等，求得布施以

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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